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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白鹿原》如一部雄奇史诗、一幅斑斓画卷，记录着神人与凡人、阴谋与信仰、谦卑与挣扎、新

制度与旧传统的故事与传说。当然，引起法律文化研究者关注的，还有贯穿其间的族规与村治，白鹿

村族规的兴衰与村治变化，就是近现代乡土中国社会基层治理方式变迁的真实写照。

一、族规的渊源流变

族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封建国家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家法族规是在传统

‘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以血缘纽带为基础、儒家礼法观为核心，而形成的区别于国家法律的社会

治理规范。”[1]族规源远流长，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唐代以前、唐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最早的

族规存在于原始社会民间的自治规范中，源头可上溯到父系氏族后期的大家族组织，早期族规多表现

为家族内部言传身教的不成文习惯法[2]。成文族规在封建社会前期已初步显现，如三国时曹魏人田畴

族 规 与 村 治

——以《白鹿原》为例

于语和 秦启迪

内容提要 族规治村历史悠远，是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主要方式。通过族规有效确立了村治的实施主

体、范围、程序及惩罚措施，并取得显著功效。清末至民国，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和国家政权对基层控制

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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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立约二十余条来管束族人。东汉豪强地主和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客观上促进了族规的发展，当时

的族规主要反映在上层豪门贵胄的家训之中，代表作如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东汉经学家郑玄

的《诫子书》等。自《颜氏家训》起，族规内容开始体系化，大体可概括为德化教育和行为规则两类基本

内容，随着时代变迁而各有侧重[1]。

唐代至元代是传统族规发展的首个高峰期。经过唐以前数代的积淀与酝酿，唐朝中后期开始，族

规逐渐规范与成熟。中唐以后，八九代聚族同居、数百人共居一家的“义门”相继出现[2]，族长单纯依靠

说教或忍让已难以维系家庭内部秩序，系统化的成文族规渐次制定，以适应日益增多的超级家族管理

需求。江州“义门”陈氏的《陈氏家法》为该阶段族规的代表作之一。从家法族规自身演进过程看，唐

代的家法族规经历了从以说教为主的“家训”，到加入惩罚手段的“家法”的转变过程[3]。宋元族规的制

定主要以儒家纲常礼教思想为指导，在考虑各自家族实际的基础上充分吸纳国家法律和传统文化习

俗，以规范而系统的形式加以编纂固定，作为家族治理和日常生活的行为标杆[4]。随着中唐以后族规

规范化和惩罚条款的增多，宋元时族规逐步分流，一部分依旧保持早期家法族规纯粹的教导训诫内

容，成为单纯的家训类族规，另一部分不断加强执行和惩罚力度，日益具有制定法属性，与国家法律相

衔接、呼应[5]。宋代族规编纂还形成了一种新的体例模式，即谱例式族规，很多人直接在原先族谱基础

上增添各类规则和惩罚方式，使之成为调整宗族内部关系的综合性规范[6]。宋元作为族规发展的转折

期，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内它是家族自治的行为准则，对外则是封建统治形式的拓展和延

伸。宋元成熟完备的族规对后来的明清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明清族规的范式与来源

成为明清族规的范式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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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马山相接，西到西安，南依秦岭终南山，北临灞河，居高临下，是古都长安之东南屏障。传说此地

因周平王东迁洛邑途中曾见原上有白鹿游弋而得名。汉文帝的陵寝灞陵位于塬上，故亦称灞陵原；又

因居灞水（灞河）之上，故古代又称灞上[1]。《白鹿原》中所描写的祠堂与族规正是根植于传统、取自于现

实。白鹿原所处的蓝田县，是诞生《吕氏乡约》之地，族规素来倍受尊崇。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

1076年）“蓝田四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制订并实施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对

后世明清村治影响深远，而《白鹿原》中的族规与村治可谓是蓝田县传统与现实的直接映射。

纵观《白鹿原》，祠堂与族规贯穿其间、格外鲜明，生动展现了宗族社会的活动轨迹和运转机制。

祠堂在宗法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清乾隆年间的《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中有这样的话：“管摄

天下之人心莫善于立祠堂，盖祠堂立，则报本反始上以敦一本，即下以亲九族，而宗法亦隐寓于其中。”

祠堂是白鹿村祭祀祖宗的神圣之地，有着和村庄一样的悠久历史，如书中所言，“侯家老兄弟两个要占

尽白鹿的全部吉祥，商定族长老大那一条蔓的人统归白姓，老二这一系列的子子孙孙统归鹿姓，白鹿

两姓合祭一个祠堂，改为白姓的老大和改为鹿姓的老二在修建祠堂的当初就立下规矩，族长由长门白

姓子孙承袭下传”[2]。为了保障宗族事务的开展，祠堂一般设有官地，以官地收入作为日常事务的开销

来源，节余部分用作公共救济金，周济村中困难家庭，流露出宗族社会的脉脉温情。到了白嘉轩这一

代，在他的带领下，原先破旧的祠堂修葺一新，并附设了学堂，俨然一派新气象，从此，祠堂不仅是祭祀

议事和布告宣谕之所在，还成为白鹿村斯文栋梁之地，荣耀神圣可见一斑。不但如此，祠堂还是宗族

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个人能够进入祠堂并参与祠堂重大活动代表着宗族的归属与认同，这也是小说

中田小娥作为黑娃的新媳妇，始终想要进祠堂拜祖而不得的原因之所在。祠堂是宗族重大事件的见证

场所和族人精神信仰的殿堂，拥有了宗族身份意味着拥有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和精神寄托。

有了宗族祠堂自然少不了族规，即文中出现的族规和《乡约》。白鹿村族规纲纪自古传承，到白嘉

轩时又增补了《乡约》，与原有族规融为一体，共同发挥作用。《乡约》乃朱先生所拟，以“仁义”为核心，

内容涉及白鹿村的家庭关系、继承关系、财产关系及部分刑事法律关系等[3]。《乡约》一出，得到白嘉轩、

鹿子霖和徐先生一致肯定，并张贴在祠堂门楼外墙，后又镌刻于石碑之上，镶在祠堂正门两边，由徐先

生向族人逐句讲解传授，祠堂成为族人学习、教化之地。正如徐先生所言，“这是治本之道，是我帮扶

你在白鹿村实践《乡约》，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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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谈话走路处世为人就要按《乡约》上说的做，凡是违犯《乡约》条文的事，由徐先生记载下来，犯过三

回者，按其情节轻重处罚。”处罚方式包括罚跪、罚款、罚粮以及鞭抽板打，通常在祠堂公开执行[1]。其

间虽有过黑娃和农协破坏《乡约》碑刻等事件，但白嘉轩等人均及时予以重修，努力坚守、维护着《乡

约》的规定和精神，后来在祠堂公开严惩田小娥和白孝文也印证了《乡约》的至上地位。在族长白嘉轩

看来，“形成家庭这种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基本稳定状态的原因，除了天灾匪祸瘟疫以及父母官的贪

廉诸种因素之外，根本的原由在于文举人老爷爷创立的族规纲纪，他的立家立身的纲纪似乎限制着家

业的洪暴，也抑止预防了事业的破败，无论家业上升或下滑，白家的族长地位没有动摇过，白家作为族

长身体力行族规所建树的威望是贯穿始今的”[2]。这一思想似乎道出了族长白嘉轩坚守维护族规的根

源所在，彰显出族规对于基层社会的价值。

《白鹿原》中的祠堂和族规以及族长白嘉轩，三者共同构成白鹿村的治理系统。宗族作为以血缘

为纽带的聚落集团，是一个宏观概念，而祠堂、族规和族长则将宗族社会的形式具体化。祠堂对于白

鹿村而言，不仅只是祭祀祖宗之地，还是宗族社会之中心，发挥着集会、议事、布告、教化、典礼、祈祷、

审判、处罚等诸多功用，可以说白鹿村一切重要事件都是以祠堂为中心而展开的，祠堂就是上演白鹿

村大戏的舞台。族规与祠堂互为配合，祠堂是舞台，族规是规则和剧本，是一切活动的准则和指南，有

力约束和规范着舞台上的各式角色，而族长则是戏的导演，监管着舞台上的所有活动和人物，引领族

人共同演出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三、族规下的村治及其效果分析

在如白鹿村般的乡土中国，基层群众首先面对的并非官府而是宗族及族规，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

家古德在《家庭》一书中所说：“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

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3]族规是由民间宗族所制定，为成员共同遵守，从而使基层社

会实现自我管理的行为规范，它是宗族稳定及乡村治理的基石[4]。通过家法族规有效规范和确立了村

治的实施主体、范围、程序及惩罚措施，构建出族规下村治的完整体系。首先，村治的实施主体是宗

族。其组织结构分为族和家两级：族是最高宗族机构，设族长；家是宗族的基层组织，设家长。家长对

家庭成员有训诫和惩处权，而族长则总管宗族一切大事，拥有最高权威。在白鹿村，村治主体就是白

鹿宗族，白鹿宗族是由大大小小不同的家庭所构成，白嘉轩作为白鹿村最有实力和威望最高的代表，

既是本家家长，又是宗族族长，而如冷先生、白兴等人则是自己家庭的家长，负责本家事务并配合族长

工作。族和家两级组织有效弥补了基层行政的空白，保障和促进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其次，村治的实施范围主要是民事纠纷、轻微刑事案件及族内重大事务。虽说宗族拥有较为完整

规范的乡约族规，并配以强制惩处措施，但效力范围依然是有限制的，基本适用在民事纠纷和轻微刑

事案件的处理以及祭祀、纳粮、治安等重大事务方面。宗族内部纠纷发生后，宗族通常依据族规乡约、

习俗礼教等进行“秉公执法”，不能处决时才呈递官府，官府通常会扶持和鼓励宗族内部纠纷的自我解

决。白嘉轩任族长之初，尚处于清朝末年，宗族和族规在纠纷解决和重大事项处理中发挥着极大作

用，田土细故、治安纳粮多在族内得以化解，为此滋水县令古德茂赞誉为“仁义白鹿村”，凿刻石碑、裹

上红绸、择定吉日，由乐人吹奏升平气象乐，亲自送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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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强化基层控制，宗族村庄走向衰落，村治的实施范围和空间日渐萎缩，后期只剩祭祀等礼仪性活动，

连白嘉轩都说除了年初一祭祖外别来找他。

再次，族规对村治程序性事项也有所规范。以纠纷解决为例，纠纷裁判依照国家法，一般仿照家

和族两级进行。家庭是第一审级，由家长依家法进行裁判，针对轻微纠纷以训诫方式处理。较为复杂

重大的案件则上告宗族或由宗族主动纠问，禁止“亲属相隐”。家庭内部解决不了的纠纷问题或家庭

之间的矛盾纷争，都会告到族长白嘉轩处，白嘉轩通常在祠堂依据族规礼俗进行处断，涉及全族的重

大复杂纠纷，还会召集族内老人们共同商议。虽然宗族司法客观上有着诸多缺点，但其节约、教化、和

谐的积极价值也不能轻易否定。

最后，对于违反村治规则的惩罚措施也有明确规定。传统家法族规对于惩罚措施的规范大体包

括七类，即训诫类、财产类、羞辱类、身体类、自由类、资格类、生命类等。《白鹿原》中有这样的记载：“凡

是违犯《乡约》条文的事，由徐先生记载下来，犯过三回者，按其情节轻重处罚。处罚条例包括罚跪、罚

款、罚粮以及鞭抽板打，处罚通常在祠堂公开执行。”[1]处罚措施大体涵盖财产类、羞辱类和身体类三

种，处罚依据是《乡约》，执行场所为祠堂，与传统宗法族规一脉相承。在此过程之中，家长族长犹如法

官，定“罪”量刑之际，多仿照国法套路，恪守累犯加重、有服加等、准许类推等原则，且卑幼犯规兼罚尊

长。“目的在于以杀一儆百的方式在族中推行忠孝仁义、道德伦常，从而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维持家族

内的稳定与发展。”[2]

以族规为代表的宗族治村模式是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主要方式，经过上千年的积淀，发挥了巨大

功效，与国家力量协同配合，共同维系着宗族社会和国家统治的长治久安。具体而论，族规治村的效

果表现为如下方面：

1.维护基层和谐安宁。借助天然的血统纽带关系和温情脉脉的德育教化，遵循族规构建的治村

体系显著化解了家族内部各种纠纷并调和安靖社会关系，促进邻里左右和睦团结，发挥着国家法难以

企及的独到功用，达成基层治理与中央统治的利益平衡。白鹿村《乡约》出台以后，在白嘉轩等人的努

力下，族规治村效果显著，如书中所言，“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

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

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

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3]。

2.稳定基层经济秩序。宗族村落的生产活动及赋税始终是家法族规和宗族治理的重点内容之

一，这既是宗族生产生活之必需，也是国家统治的经济基础。作为族长，白嘉轩尤其重视土地和生产

之价值，坚持带领家人、长工奋战在生产一线，遭遇灾荒年馑，积极筹措粮食，合理分配使用，保证全村

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经济安全，同时通过纳粮缴税协调好与国家的关系。包括白鹿村在内的宗族村落

始终把“完国课”“劝征输”作为一项重要的族规伦理予以规定，彰显出传统家法族规力求与国家政令

协同一致的特点。“事实上，宗法族规凭借这种强制性约束，既是利用其与族众之间的血缘关系与宗族

威望调整了农民与国家的紧张关系，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功用，同时也是在借助与国家法的同一

性来寻求政权的庇护。”[4]

3.提升德育教化水平。基层治理不仅是物质与制度层面的管控，更重要的是对思想文化领域的

管控，各地家法族规无不将此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与重心。所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1][2][4]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第79页，第79页。

[3]苏洁：《宋代家法族规与基层社会治理》，〔重庆〕《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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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而乡约族规就是正心诚意和宗族治理的最好参

照。白鹿村的《乡约》第一条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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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终究难以为继，徐先生也离开了白鹿学堂。新旧博弈之中也不乏相互需要的合谋，比如何县

长亲自邀白嘉轩出任县参议会议员，参议会对于白鹿村而言是个崭新概念，用何县长的话说，“卑职

决心在滋水县推进民主政治，彻底根除封建弊政，组建本县第一届参议会，就是让民众参与县政，监

督政府，传达民众意见”[1]，而之所以邀请白嘉轩参加，主要考虑“白先生在原上深孚众望，通达开明，

品德高洁，出任参议员属众望所归”[2]，即是利用白嘉轩族长的声望与影响在白鹿村推行新政。白嘉

轩最后也答应了何县长之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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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外，任啥事都甭寻孝武也甭寻我了，道理不必解说，目下这兵荒马乱的世事我无力回天，诸位好

自为之……。”[1]回忆往事时还常常惊恐地说道，“年馑、瘟疫、乌鸦兵，这些子灾祸比起眼下这世事都不

算厉害，你看自那年大征丁征捐到现在咱村有多少后生出去再没回来？卖地卖房倒灶闭户的人家还

在增加，要命的是这种日子根本看不到尽头哩！”[2]可见宗法族规已然形同虚设，宗族社会在矛盾挣扎

中走向解体。与之相对照，鹿子霖却是实权在握，“天天像过年，保长们见到他就摆宴置酒，摆宴喝酒

请客送礼在联上和保上早已超越了风气而成为习惯，关键在于一茬接一茬的捐税客观上提供了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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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宗族和族规正以“踵事增华、鉴往开来”的崭新姿态焕发勃勃生机，从基层民主、村民自治建

设到家训家风、乡规民约的重塑，仍在传承着宗族乡约所蕴含的优秀基因与品格。新时期以来，基层

民主获得新发展，
新时期以

民主


